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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次水电建设高潮的历史考察

郑晓光 高 峻

［摘要］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中国兴起大中型水电站建设的高潮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受经济

建设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工业等各条战线“大跃进”，对未来电力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需求。其次，修建

大中型水电站兼有防洪、灌溉、航运的综合效用，成为新中国治水的主要策略。再次，新中国初期的水电

建设逐步锻造了一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水电建设大军，有了技术和人才力量的支撑，国家已具备建造

大型水电站的的能力。再其次，1958 年 1 月国家提出“水主火辅”的水电开发策略，并自上而下推动，成

为大规模水电站上马的催化剂。最后，1957 年之后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和中国国家军事力量的增强，缓解

了建高坝在国防方面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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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国家顺利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后，于 1953 年开始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电
力工业遂成为国家建设的重点。虽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水电资源，但新中国初期政府选择
的是将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的火力发电①作为电力工业发展的主要方向，“第一个五年计划
期间，将以建设火力电站为主”②。国家对水电的开发则主要是对既有水电设施的修整和扩建，同时
兴建一些小型水电站，水电业在“一五”计划期间并不为国家工业建设所重视。然而自 1956 年起，

大中型水电站③建设却逐渐蓬勃兴起，1958 年 1 月国家甚至明确提出“水主火辅”④的水电开发策
略，水电建设成为电力建设的主导方向，全国兴起了大中型水电站建设的高潮，见下图:

由下图可以明确地看出，1949 年至 1955 年，大中型水电站建设相对沉寂，7 年仅开工 5 项，水电
业并不是电力工业发展的重点。但自 1956 年起，新开工的大中型水电站数量开始呈现明显增长，其
中 1958 年新开工数呈跳跃式增长，达 55 项，比较著名的有丹江口水库、刘家峡水电站、新丰江水电
站、盐沟峡水电站、青铜峡水电站等，全国兴起了大中型水电站建设的高潮。成因何在? 目前学界
鲜有论及。本文拟对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大中型水电工程建设兴起的高潮作一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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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在我国主要是指利用煤燃烧时产生的热能，通过发电动力装置转换成电能的一种发电方式。相比于水电，火力
发电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且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因此成为新中国初期电力建设的主导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 － 1957) 》，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5 页。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按装机容量将水电站分为如下等级: 25 万千瓦以上者为大型水电站，1. 2 万千瓦以上至不足 25 万千

瓦者为中型水电站，小于 1. 2 万千瓦者为小型水电站。中国水力发电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水力发电年鉴( 1949 － 1983) 》，水力
发电杂志社 1984 年版，第 447 页。

“水主火辅”是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电力开发策略，即电力开发中优先发展水电，火电为辅。然而这一政
策仅是昙花一现，1960 年电力建设方针旋即又改为“水火并举”，“水主火辅”政策执行的几年间，成为我国水电发展史上极特殊的
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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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9 年至 1960 年新开工大中型水电站数目图

数据来源:根据《已建装机 1. 2 万千瓦以上大中型水电站主要指标表》( 中国水力发电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

水力发电年鉴( 1949 － 1983) 》，第 306 ～ 345 页) ; 《“大跃进”期间开工并继续施工相继发电的大中型水电工程》、

《“大跃进”开工后经停工复工于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发电的工程》、《“大跃进”开工后停缓建至 1980 年前后未复工

的工程》( 中国水力发电史编辑委员会:《中国水力发电史( 1904 － 2000) 》，第 127 ～ 130 页) ;《中国水力发电史料选

编》( 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委员会编印，第 40 ～ 42 页) 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一、工业“大跃进”对电力提出了巨大的需求

由上图可知，大中型水电站建设的高峰是 1958 年，是在全国“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猛增上来
的。从 1956 年批评经济发展速度的“反冒进”开始，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速度越来越不满，试图寻
找一条能让国家高速发展的道路，这是促使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主要原因之一。受“左”倾思想
的影响，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了急躁冒进的建设方针，工业建设追求“多”和“快”。1958 年 1 月，毛泽
东在杭州会议上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各省地方工业产值比例要超过农业总产值的要求。2 月，中
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 7 个协作区。6 月，中央发出《关于
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
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

域”①。8 月 10 日至 13 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工作时，又进一步要求各省也应该建立比较独立的但
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②。上述任务给地方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各地不断地修改工业计划，出现了
大办工业的浪潮。

工业要发展，电力必须先行。1958 年工业“大跃进”，使电力供应远远落后于现实需求，许多地
方频频出现电力告急的情况。在 1958 年 8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刘澜波的书面报
告这样谈到全国电力紧张的情况: “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早和来得严重。缺电严重的还是东北、江
南和京津唐三个主要电网”③。按照电力弹性系数，电力工业与国民经济发展要相协调，电力弹性系
数要大于 1，亦即电力工业生产增长率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增长率之比高于 1 ∶ 1④。而工业“大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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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98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 3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05 ～ 406 页。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9 页。
《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 ～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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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反而走在了电力前头，电力工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极不协调，这给电力部门带来了非常大的压
力。为了解决电力供需矛盾、完成“地方工业产值在‘二五’计划内超过农业总产值”等高指标，水利
电力部不断修改指标，制定了不切合实际的电力规划。中共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中水电新增装
机容量为 129. 4 万千瓦，之后，水利电力部不断进行修改指标，在 1958 年 2 至 8 月短短 7 个月时间
内就先后提出了 4 个方案，指标一个比一个高，其中 1958 年 8 月提出的方案，新增水电装机容量达
到 3500 ～ 4500 万千瓦，是 1957 年底水电装机容量 101. 9 万千瓦的 35 倍到 45 倍①。

在大办工业的号召下，地方急切地要求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对办工业有着极大的热诚，因此

对于远景的电力需求，提出了不切合实际的规划，人为造成未来紧张的电力供需矛盾，水电新增装

机容量指标一改再改。由于水电站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建设需要一定的超前性，为了满足未来紧张
的电力需求，大中型水电站的建设便成为当务之急。除此之外，地方对大型水电站的热衷还有另外
一个原因。1955 年第四季度，国家计委在编制“二五”计划时在综合规划中明确提出，以大水电站和
钢铁基地为中心，在中国内地建成若干新的工业区，比如以三门峡水电站为中心，包括西宁、兰州、

河西走廊的工业区，以四川马边河水电站为中心，包括重庆、成都、宜宾、内江等城市的四川工业
区②。以大水电站的建设促成一个新工业基地，成为上下的一个共识。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中央
要求各省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地方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自然就加快了大型水电站的建设

速度。
1953 年，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富春在听取西南地区的“一五”建设计划和电力安排时，曾这样提到
水电站建设:“首先要考虑好战略布局，要看准，要搞好，不允许犯错误。水电站建设不是百年大计，

而是千年大计”③。大中型水电站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关系国计民生至巨，需要超前性和全局性谋
划，根据生产力的发展合理布置安排项目，同时注重协调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工业等各
条战线“大跃进”，对电力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需求，改变了原有水电建设的 15 年规划，建造电站仅出
于满足地方工业的用电需求，未能全盘考虑，过于短视。而且，受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领导人在水
电项目决策上头脑发热，水电建设盲目追求高坝大库，未能综合考虑问题，比如“大跃进”初期上马
的福建建溪水电站需移民约 30. 4 万人，淹没耕地约 63. 5 万亩; 浙江瓯江水电站需移民 20. 7 万人，

淹没耕地 20. 6 万亩;广西昭平水电站需移民 11. 61 万人，淹没耕地 17. 6 万亩，最后都因淹没损失过
大而不得不停缓建④。由以上可见，工业“大跃进”对电力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各地盲目追求高坝大
库，成为水电站建设一哄而上的重要原因。

二、治水由单纯防洪转向注重河流的综合开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水利形势: 1950 年 7 月淮河发大水，河南、安徽两省淹地 4300
万亩，受灾人口 1300 余万; 1951 年 2 月，黄河下游凌汛，利津县王庄黄河北岸大堤决口，溃水流经沾
化县境内，越过徒骇河入海，有 91 个村庄、7 万人、43 万亩地受灾; 1954 年 8 月，长江发生近百年来
罕见的特大洪水，长江中下游各省淹没农田 4755 万亩，受灾人口 1880 多万，影响京广铁路通车 100

天，直接经济损失 100 亿元以上⑤。严峻的水利形势，迫使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河流的治理，并提出
“防止水患，兴修水利”的水利建设方针。在中央政府的重视下，河流的治理取得了很大成就: 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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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力发电史编辑委员会:《中国水力发电史( 1904 － 2000) 》第一册，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5 页。
中国水力发电史编辑委员会:《中国水力发电史( 1904 － 2000) 》第一册，第 152 页。
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编辑委员会编印:《张铁铮文选》，内部资料，1998 年，第 43 页。
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委员会编印:《中国水力发电史料选编》，内部资料，1998 年，第 42 页。
高峻:《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 1949 － 1957)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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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水患严重的淮河得到初步控制，黄河中下游堤防不断巩固加强，荆江分洪工程修建完成，长江、

淮河、黄河及一般河流的水患得以减轻。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的水利建设方针仍因循于传统根
深蒂固的单纯防治洪水的治河观念，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洪水的肆虐。治水讲究
的是“兴水之利，除水之害”，然而自古以来严峻的洪水灾害，使“人们不敢( 从) 积极方面去想”，治
水单纯出于“防止水患”，缺少对河流综合利用的意识，更不用说将“河流当作国家一项重要的资源
特别是对水力资源来充分加以利用”①。国家未能从积极的“兴利”方面考虑河流的治理，对河流的
治理与水电开发的关系认识尤其不够，造成新中国初期水利工程与水电建设之间缺乏协调和统一。

比如新中国初期官厅、大伙房及淮河上的工程都是水利部先设计好水利枢纽，后又因考虑到用电，

才由燃料工业部进行水电部分的设计，“水库”和“发电”先后施工，未能进行综合考虑，给国家的经
济建设造成了损失。

面对建国初期治水存在的问题，水利水电专家开始思考治水方略的转变，从治标转向治本，注

重对河流进行全面的规划和综合开发。1952 年国家提出新的治水方针，水利建设在总的方向上是
“由局部的转向流域的规划，由临时性的转向永久性的工程，由消极的除害转向积极的兴利。”②换言
之，国家治水方略开始从被动的除害转向主动的兴利，贯彻全面规划、综合开发的治水原则，以图兴
利除害，造福人民。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李锐甚至认为“河流综合利用与否的问题，是一个实现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性质的问题”③，显然河流的综合开发已成为治水的主要原则。在综合开
发河流原则的指导下，1954 年 4 月，国家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 1956 年，以长江水利委员会为基础，

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为了了解河情，我国水利专家会同苏联专家对河流进行了缜密、艰辛的
勘察。1955 年 7 月，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
议》; 1956 年 5 月，水利部会同相关部门审查通过了汉江流域规划。黄河和汉江两份规划书都十分
侧重河流的综合开发，计划在河流干流及主要支流上陆续修建一批水库，拦洪发电，改善航道，综合

利用，以从根本上解决河流的洪水威胁。黄河三门峡水电站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作为这两个规
划的第一期工程而提上日程，并分别于 1957 年 4 月和 1958 年 9 月开工。此外，国家还相继制定了
海河、淮河、资水、沅水的流域规划，充分贯彻水资源综合利用的方针④。水电和水利两部门在共同
勘察规划河流的基础上，对河流的综合利用逐步取得了共识，部门之间加强了合作与协调，从而促

进了水电建设的发展。

新中国初期面对严重的水患灾害，国家适时转变治水方略，由单纯防洪转向综合利用，“大江大
河防洪的迫切，引出河流综合利用和大水电站及时提上议事日程”⑤。大中型水电站的修建结合防
洪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治水的显著特征，换言之，河流的综合开发促进了大中型水电站的兴建。

三、我国已具备建造大中型水电站的实力

工业“大跃进”和防洪的紧迫形势提出了修建大中型水电站的要求，而建国初期水电开发的实
践，使我国逐步具备了建造大型水电站的能力，为大中型水电站建设高潮的迅速到来提供了可能。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已积累了一定的水电建设经验、技术和人才力量。李锐曾指出“在开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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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关于水力资源普查和河流综合利用问题》，《水力发电》1956 年第 3 期，第 9 页。
《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1949 － 1957 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内部资料，1987 年编印，第 117 ～ 118 页。
李锐:《关于水力资源普查和河流综合利用问题》，《水力发电》1956 年第 3 期，第 8 页。
张含英:《我有三个生日》，水利电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9 页。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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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水电建设的基础不是太差”①。早在 1933 年南京国民政府就成立了资源委员会水力组，调查水
力资源，1937 年又成立水力发电勘测总队，1945 年扩大成为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全国水电
的勘测、设计与施工。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全国共兴建 61 座水电站，装机容量计 63. 58 万千
瓦②。南京国民政府曾对黄河、长江等河流进行了初步勘测与规划，拟定过一批水电站的初步开发
方案，积累了若干水力资源资料，培养了一批水电建设人员。新中国成立前，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
处共有 200 多人，解放后重归水电的即有 100 多人③。水电开发首重资料与人才，虽然民国时期整
体水电建设水平相对落后，但是留下了一批水电精英及水利资料，为新中国水电业的迅速恢复和建

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水电业同其它行业一样，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为了促进水电业的恢复与发
展，国家采取了诸多措施:第一，1953 年燃料工业部下设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作为全国水电建设的领
导机构。第二，相继成立 8 个勘测设计院、12 个工程局( 处) 和一个科学研究院，形成一支有几万名
员工的建设队伍，初步奠定了水电业发展的基础。第三，开展全国水力资源普查。水力发电建设总
局组织人员对全国 1598 条干支流进行水力资源普查，对全国主要河流进行规划，这一系列工作为未
来的水电开发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积极引进苏联水电建设技术，利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早在
1948 年冬，苏联就派遣专家前来协助东北丰满水电站的修复和扩建; 1953 年春，水电建设总局请来
由 20 多位苏联专家组成的设计顾问专家组，用以全面帮助和指导我国的水电建设。黄坛口、上犹江
等一批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和施工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的。

在水电从业人员的努力和苏联的援助下，我国的水电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修复了丰满和镜泊

湖两座大型水电站，新建了古田溪一级、黄坛口、上犹江等一批中小型水电站。截至 1957 年底，全国
水电装机容量 101. 9 万千瓦，为 1949 年的 6. 25 倍;年发电量 48. 2 亿千瓦 /小时，为 1949 年发电量
的 6. 79 倍④。在勘测上，已基本上可以自主解决大型水电站的勘测问题; 在设计工作上，一些比较
复杂和先进的设计已经运用到水电站设计上，狮子滩水电站采用极为复杂的堆石坝，古田溪水电站

全部为地下厂房，上犹江水电站采用坝内式厂房，梅山水电站的连拱坝，坝高 88. 24 米，是当时世界
上最高的一座连拱坝⑤，以上设计均属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在施工方面，基本上掌握了大型
水电站的机械化施工。狮子滩、上犹江等水电工程建设中的碎石、混凝土浇筑等都是全盘机械化;

官厅水电站在施工中，采用厂房建筑和机电安装平行流水作业法，机电快速组合安装整体吊入法，

大大缩短了工期⑥。在水力发电设备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除开丰满水电站的设备是从苏联进口
以外，新建水电站的设备包括水轮发电机及其整套机电设备均由国内制造，水力发电设备已经完全

可以做到自给自足。通过原有水电站的恢复与改建以及新建一批中小型水电站，新中国培养和锻
炼了一支水电勘测、设计和施工队伍。以上犹江水电站为例，电站的修建壮大了我国的水电建设队
伍，包括工程管理干部、技术干部和生产工人，新培养了各种技工 2000 多人⑦。在新中国初期水电
建设的基础上，1957 年国家开始动工兴建新安江和三门峡两座大型水电站，其中新安江水电站是我
国第一座自己设计、施工的大型水电站，标志着新中国的水电建设规模和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
高，已经有能力自行建造大型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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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 1957 年开始自行设计和建造大型水电站，1958 年迎来了大发展。正是因为建国初期的
水电建设锻造了一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水电大军，工程技术和人才力量过了关，国家才有信心
大规模上马大中型水电工程。

四、水电策略的转变:“水主火辅”政策的出台

三年恢复时期与“一五”计划建设时期，我国的水电建设同民国时期相比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
存在一些问题。我国“一五”计划期间水电开发项目情况如下表:

“一五”计划期间水电建设项目表
单位:万千瓦

电站名称 发电容量 性质 备注

官厅 3. 0 与水利部配合项目

梅山 4 与水利部配合项目

大伙房 3. 2 与水利部配合项目

模式口 0. 6 配合北京引水渠工程

石龙坝 0. 3 扩建 1910 年建

丰满 43. 5 改建工程 日伪时期所建

古田溪一级 6. 2 新建工程
1948 年国民政府成立“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
处”进行建设

黄坛口 3 新建工程

上犹江 6 新建工程 满足赣南钨矿用电需求

龙溪河四级 10. 45 新建工程 龙溪河四级电站民国时期即已进行部分筹建

以礼河( 计四级) 35. 2 新建工程 满足东川铜矿用电需求

六郎洞 2. 64 新建工程

乌拉泊 0. 24 新建工程

新安江 58 新建工程 满足上海电力需求

流溪河 4. 2 新建工程 为解决下游农田灌溉及防洪问题

资料来源: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水力发电建设》附表 1《第一个五年计划水电建设项目》( 《中国水力发电
年鉴( 1949 － 1983) 》，第 116 ～ 117 页) 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水电建设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较多水电项目是为配合水系治理、
水利建设而动工兴建;第二，充分利用民国时期的水电建设基础，以便经济、快速地获取水电资源;

第三，满足发展地方工业用电需求而动工开发。显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水电开发缺乏整体布
局，国家并未有通盘的考虑。水电开发是改造江河除害兴利，综合解决发电、防洪、灌溉、城市供水、

改善航运、改善环境的多目标工程，是属多学科、技术密集型的工程①。这样的一项综合工程，影响
国计民生至巨，需要缜密的中长期远景规划、综合考虑整个电力系统，才能发挥其综合效益，如果仅
从现实利益和眼前利益出发，对于水电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一五”计划国家并未形成发展水电的全局性意识，这同水电建设的方针、任务和计划，在一段
时期内不明确、摇摆不定有一定关系: 水利部关心农田水利和防洪排涝建设，电力部则热心于兴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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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水电业的发展。新中国初期水力发电在整体上并未被国家工业建设所重
视，对其投资也较低，1949 至 1953 年对水电的投资除开丰满电站外，甚至不及当时造纸工业的投
资①。当时燃料工业部下辖 4 个总局，分别是煤炭、电力、石油和水电，部内外流传一句话:“重煤，轻
电，不管油，水电不在话下”②，十分形象地说出了水电的边缘地位。尽管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
水力资源，但“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在电力建设中主张优先发展火电。时任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
的李锐认为，之所以水电在电力主管部门领导眼中长期被置于火电之后，具体来说有两个原因: 一

是“燃料部和计委燃料局主管电力计划的人全部是火电出身，未有管理水电的经验，误认为‘水电投
资大，无经验，无力量’，‘不可能过多建设水电站’。……尤其不相信( 水电) 造价低的说法”; 第二
个原因是偏听苏联方面的意见，对我国水电未做全面的了解。1953 年，苏联总顾问曾向计委领导谈
过修大水电站的苦头:“投资积压大，工期拖太长”③。但是，在“大跃进”初期，这一局面得以改变，

水电异军突起，在电力建设中占据上风，国家甚至推出“水主火辅”的电力开发策略，细思这一重大
转变，同毛泽东的推动息息相关。
“大跃进”首先是从农田水利化和大炼钢铁开始的。为了实现粮食的高速增长和钢铁等主要工
业产品产量上赶超英国的目标，毛泽东认为钢和粮，再加上机器为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

利的希望④。为了保证三大元帅的升帐，两个先行官———铁路和电力，自然应当先行一步，先行官之
一的电力必然引起毛泽东的重视。1958 年 1 月 1 日《光明日报》刊载了王佩琨所写的《十五年后赶
上或超过英国》一文，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⑤，可见毛泽东已经在考虑电力
问题了。1958 年 1 月的南宁会议是“大跃进”发动的序幕，毛泽东在会议上因三峡工程问题特意讨
论了水电的开发，“水主火辅”的电力发展策略便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出的，因此这次会议成为建国后
水电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1958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 ，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
工作会议。因为毛泽东要研究长江三峡问题，所以在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通知了力主上马长江三
峡工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和力主缓建的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李锐参加会议。1 月 18 号晚
上，双方就三峡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双方各提交一份详细阐明自己观点的报

告，3 天之后再讨论。1 月 22 号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与会人员就林一山和李锐的两份书面报告进
行了讨论。李锐提交了《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 15 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

的报告，这篇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并当场邀请李锐做他的兼职秘书，最后毛泽东同意暂缓三峡

工程的上马。李锐报告中关于水电建设的叙述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
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⑥。据时任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回忆: “就是在
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以‘水主火辅’作为电力工业的长远建设方针”⑦。为了实现会议上“水主
火辅”的方针，薄一波建议把水利、电力两部合并起来。薄一波认为，这样以后有不同意见，在部内
讨论解决即可，有利于统一领导。两部合并还有利于把水电赶快搞上去，搞他二三十年，电的问题
走到前面去了，防洪的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以后只是加快水电发展的问题⑧。毛泽东同意了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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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建议，他对两部的合并是极为赞成的，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曾对水利电力部部长傅作

义讲:“两部合并以后，水利和电力事业真是‘大有可为’”①。

毛泽东大力支持水电开发，进而提出“水主火辅”的政策，显然不是仓促而为，那么是哪些因素
导致毛泽东推出这一政策? 首先，李锐提交的《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 15 年赶上英国和修
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的报告起了直接作用。报告指出我国不仅能建大型水电站，而且水电站造价
低、建设快，打消了毛泽东认为的水电建设周期长、造价高的疑虑②。其次，各行各业的高速发展，对
电力需求巨增，而大中型水电站发电量大，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刘澜波曾说有人送给毛泽东一份
电力部所做的前期工作的水电站统计表，计 2500 万千瓦，对毛泽东提出“水主火辅”产生了影响③，

无疑“2500 万千瓦”这一数字打动了毛泽东，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电力供需紧张的局面。

最后，中国是一个自古重视水利建设的国家，有能力对大江大河进行治理，显示着一个政权的合法

性和有作为④，“善治河即善治国”，熟知历史的毛泽东是深谙其理的，因此建国后毛泽东对大江大河
的治理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水电开发不仅能够提供电力，而且对于综合治理河流起着十分重大的
作用，有利于河海安澜，并且水电站有利于促进农田灌溉以增加粮食产量。水电开发作为治水的一
项有效举措，必然为毛泽东所重视。诸多因素的合力下最终促使毛泽东推出了“水主火辅”的水电
开发方略。

在毛泽东的决断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水火之争”终于尘埃落定，为统一领导，水利和电力两
部合并，长期处在“夹缝”中的水电业迎来了新局面。中国水力资源蕴藏量世界第一，“水主火辅”的
水电开发策略显然是正确的。南宁会议以前，由于国家缺乏明确的水电建设政策，准备不足，整体
上项目投资滞后，很多可以及早开工的大型工程都延迟到 1957、1958 年才开始建设。1958 年 1 月
政策出现转变，国家积极介入，积蓄已久的力量便瞬间释放出来，许多工程都挤在同一年上马，很快

形成建设高潮。由此观之，明确的水电政策的出台，是大中型水电站上马的催化剂。

五、国际形势好转，国家军事实力增强，缓解了建高坝在国防方面的担忧

大中型水电站的建设，需要拦河筑高坝，一旦发生战争，很容易成为敌对势力的袭击目标，大坝

若炸毁，将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二战以后，国际冷战格局逐渐形成，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东西方，新
中国也时刻受到战争的威胁。建国初期一些水电站在设计上使用坝内式、地下式厂房的形式，比如
上犹江水电站、古田溪一级水电站和新安江水电站等，采用这样的设计样式目的便在于防空。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上，在讨论要不要上马三峡水电站时，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
吸引敌人的注意，决不能遭受破坏”，与会者也认为三峡的修建时间同世界和平形势的发展，有着一
定的关系⑤，可见大坝建设中的国防安全成为水电建设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然而自 1957 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转变，出现了毛泽东概括的“东风压倒西风”势头。
1957 年 10 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11 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齐聚莫斯科开会，

当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笼罩在社会主义阵营上空的乌云为之一扫，极大地振奋了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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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水力发电》编辑部:《争取十年赶上英国———傅作义部长答本刊记者问》，《水力发电》1958 年第 7 期，第 5 页。
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委员会编印:《中国水力发电史料选编》，第 33 ～ 34 页。
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编辑委员会编印:《张铁铮文选》，第 94 页。
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才有能力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治理河流，兴建水利工程。而王朝后期，内忧外患，中央集权衰

落，往往造成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以致洪水泛滥，农民流离失所，埋下了社会不安定的的种子。因此有能力对河流进行治理，保证河
海安澜，是国家统治合法化和有作为的重要标志。
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委员会编印:《中国水力发电史料选编》，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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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心。此外，赫鲁晓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也在此次莫斯科会议
上得到了贯彻，《莫斯科宣言》以“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
竞赛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为指导，认为通过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的发展，“将
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①。因此会议上苏联提出将在 15 年后赶上
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则表示要在 15 年后赶上和超过英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大潮在社会主
义阵营中广泛兴起。莫斯科会议的成功召开，会上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思
想的提出，使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降低，紧张的国际形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除了国际形势的好转之外，最重要的是经过“一五”计划的发展，我国的军事实力得到增强，有
信心抵御任何进攻的敌人。“一五”计划采取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
工程中国防工业占到 44 项，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工业基础设施项目有 50 项②，这为我国的国防现代
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一五”计划期间工农业的发展，也为国防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1955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成功实施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整个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打死国民党军
519 人、俘虏 567 人、击沉军舰 3 艘、击伤 4 艘。此次战役是人民解放军首次三军联合作战，战役的
一举成功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已经有了显著提高③。

国家军事力量的增强，让地方在新建大型水电站上有了更大的胆子，福建大型电站建溪水电

站④就是在国防安全制约因素解除后开工的典型案例。国防安全对大型水电站建设的制约对福建
来说尤其明显，因为福建地处台海前线，时刻受到战争的威胁。1956 年 3 月竣工的古田溪水电站一
级一期工程，建造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中，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曾到古田县上空侦察，当时出

于安全考虑将发电厂房移到地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地下发电厂房。然而随着人民解放军
实力的增强，这一顾虑大为减轻。“一五”计划期间，福建地区各项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大成
就。1956 年 12 月，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鹰厦铁路全线竣工，同时扩展了国防公路，加强和改善了福
建的军事运输能力;三都澳等港口军事工程的修成，使海军南下驻防闽海得以实现。1955 年至 1957

年，龙田、崇安等军用机场修建完成，为空军转入福建准备了地面条件。1958 年 7 月人民空军转场
入闽，掌握了制空权，从此国民党军飞机被迫停止对福建的突袭⑤。驻闽空军制空权的掌握，解除了
福建建造大型水电站在国防方面的担扰，福建省委便在 1958 年 9 月大胆上马了大型水电站———建
溪水电站。总之，1957 年以后国际形势好转，国家整体军事实力增强，缓解了建高坝在国防方面的
担忧，推动了大型水电站的建造。
(本文作者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 福州 350007;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福州 350007)

［责任编辑:江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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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93 ～ 94 页。
《当代中国国防的科技事业》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国防的科技事业》( 上)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 页。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 上)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3 页。
福建省建溪水电站是“大跃进”时期全国开工的规模最大的水电工程，设计总装机容量为 126 万千瓦。
何少川主编:《当代福建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9 页。


